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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瞞產運動群眾性之研究
——以廣西百色地區為例

●王力堅

摘要：本文着眼於在中共群眾運動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上，以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

運動為個案分析，深入探討中共運動史的「群眾性」議題從理論到實踐操作的重要

性，以及其效果、意義與影響。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廣西百色地區在堅持

中共領導、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形成了兩次聲勢浩大的反瞞產運動。

當局通過各種會議貫穿始終、結合其他運動以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等群眾鬥爭形式的操作，主導、支配與操控了運動的群眾性。群眾運動的激化表

現，則呈現為從當局針對富裕中農的鬥爭，發展到「國家vs.農民」的全面性爭奪

糧食的「戰爭」，從而造成反瞞產運動的慘烈結果。從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可見，

「群眾運動」已然蛻變為「運動群眾」。當局與群眾的關係，已然由理論上利益一致

的共同體，演變為現實中利益衝突的對立面。

關鍵詞：中共　廣西百色地區　反瞞產運動　群眾性　大饑荒

一　前言

1958年，中共推行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浮誇風」盛行，糧食高產

衞星日新月異，按收成比例的徵購額亦相應大幅度提高，嚴重危害農民的生

存。農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普遍採取瞞產私分的方式，在基層幹部率領

下，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性地隱瞞糧食產量並私分糧食。於是，1958年底

至1959年初，各地政府相繼展開反瞞產私分運動（以下簡稱「反瞞產運動」），

以期盡量多將糧食徵購進國庫，緩解全國性饑荒，尤其為了保障城市與重工

業地區的需要。1959年8月廬山會議後，中共發動全國性反右傾運動。配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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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右傾運動，當局再次進行反瞞產運動，竭盡所能徵購更多糧食，卻加劇了農

村饑荒的慘烈程度。反瞞產運動雖是全國性的，但各地進行的時間不盡相

同。廣西百色地區1的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於1959年1月中旬展開，3月中旬結

束；第二次開始於1959年10月中旬，至1960年1月底基本結束（個別地方延

至4月）2。本文討論的反瞞產運動，如無特別指明，均指廣西百色地區。

張昭國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瞞產私分〉、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

代大饑荒紀實》、林蘊暉的《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等論著，對瞞產私分與反瞞產運動的普遍表現方式，以及反瞞產運動在中國

各地農村造成的嚴重危害，進行了頗為深入的討論3。筆者的系列論文亦從

不同角度對廣西瞞產私分與反瞞產運動進行了不同方面的分析4。然而，以

廣西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進行專題研究的，大約唯有筆者的〈從「參與式」到

「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5。有別於該文對百色地區反瞞產

運動始末的全面性探討，本文着眼於在中共群眾運動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上，

以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為個案分析，進一步探討中共運動史的「群眾性」，即

以群眾為主體、「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6、「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7的議

題從理論到實踐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其效果、意義與影響。

二　當局主導、支配與操控的「群眾性」

1960年1月上旬，廣西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期間，由當時負責廣西全面工作

的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主持，會同負責財貿系統的書記處書記賀希

明、秘書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霍泛，召開農村工作與糧食工作有關負責人的

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檢查各地反瞞產的情況，總結經驗，布置下一步做

法」。霍泛在會上說：「現在還有幾個問題要注意：凡是放手大搞群眾運動的

就較好，如梧州、玉林搞的不錯。相反的，如南寧、柳州未搞群眾運動，消

極的算賬、過秤、安排三留〔保留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這樣雖然安排了， 

但產量不對口。現在桂林也就是不管下面怎樣鬧，還是搞群眾運動把糧食拿

上來再說。」8當局把是否「搞群眾運動」視為進行各項工作的必備條件與衡量

標準，即使是在群眾有抵觸的情形下（「不管下面怎樣鬧」），也要通過「搞群

眾運動把〔群眾手中的〕糧食拿上來」。由此，不僅強調群眾運動對反瞞產運動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還闡明反瞞產運動的「群眾性」完全是由當局所主導、支

配與操控，其具體表現主要為如下三方面。

（一）各種會議貫穿始終

中共發動的運動雖然稱為「群眾運動」，但當局作為運動的召集者、主導

者，在運動過程中，往往以各種會議貫穿始終，用以發起、指導、推進、總

結運動。於是，通過會議，有關運動的方針、綱領、路線、發展，莫不牢牢

掌握在各級領導機關手中，群眾性已然服膺於黨性。廣西反瞞產運動即以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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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地區、縣等各級幹部會議為先導，如廣西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開展——

1959年8至9月，「自治區黨委舉行第一屆九次會議和自治區、地、縣三級幹

部會議⋯⋯在全自治區開展『反右傾運動』和『反瞞產私分鬥爭』」9。

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便是通過一系列會議啟動：1959年1月10日

晚，百色地委召開各縣委負責人參加的電話會議，布置反瞞產工作bk。15至

20日，地委召開了二十三個「整社」（整頓人民公社）試點工作會議，以期明確

運動第一步的目的與要求：檢查瞞產私分現象，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地委書

記處書記霍峻峰在會上強調，糧食問題在運動「第一步就要搞好，沒有搞好的

要補課」bl。此後，各縣紛紛召開各級幹部會議，反瞞產運動全面展開。

首先，利用電話、廣播進行會議，在當時是頗具現代化的形式，得以更

迅速地在更大範圍傳達運動指令與通告。上引1月10日晚，百色地委即是以

電話會議啟動反瞞產運動；此外，29日晚，百色地委再次召開各縣委參加的

電話會議，地委第一書記尚持對反瞞產運動作了重要指示，認為運動發展是

「點雖深但不透」，還沒有形成「群眾性的報出糧食是光榮的熱潮」，要求各地

運動抓緊報糧交糧工作bm。百色地委書記處書記楊烈在2月25日的電話會議

上指出，之所以要進行「報糧交糧的群眾運動」，是因為「讓農民手裏留有很多

糧食，沒有甚麼好處，只會助長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發展」；並一再號

召「公社幹部們、社員們趕快向黨交心報出埋伏糧」，「向黨交心，對黨忠誠老

實，報實產量」bn。群眾需「向黨交心報出埋伏糧」，表明前引霍泛在動員廣西

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時所說的「不管下面怎樣鬧，還是搞群眾運動把糧食拿上

來」的策略，在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便已實施；同時更隱然透露了反瞞

產運動的實質——從農民手中奪糧。在3月8日晚上召開的電話會議中，楊烈

即宣布「交心報出埋伏糧」的成績：各縣的四級幹部大會到8日下午4時止，共

報出糧食3億1,360萬斤，加上會前報數，全地區共報出4億5,175萬斤糧食，

以此表彰先進並持續推進各地的反瞞產運動bo。

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時期，10月24日，平果縣分片召開公社黨委

書記會議，接着又舉行廣播大會，決定由書記掛帥，層層建立領導小組，發動 

全民開展葉卜合思想轉變的討論，深入進行社會主義和總路線的再教育，同

時繼續貫徹各項政策、提高思想、核實產量，從而掀起反瞞產運動熱潮bp。

葉卜合為巴馬瑤族自治縣介根生產隊隊長，年輕時參加過紅七軍，後受傷回

鄉；曾率領社員瞞產私分，經過思想教育後，轉變為反瞞產運動的標竿人物bq。

其次，地區、縣、公社各級領導還利用現場會議的形式，對運動的發動

與進行起到直接示範作用。如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2月19日，田東縣林蓬

超英公社在林馱大隊召開反瞞產現場會議，當場便報出71,010斤代管糧和

6,210斤節約糧br。平果縣自2月以來，報糧交糧工作緩慢，縣委針對這個情

況，在2月25日選擇思想發動較充分、報糧交糧成績較佳的海城公社為典

型，在那裏召開各公社大隊以上幹部的現場會議，當天就交糧456萬斤bs。凌

樂縣同樂公社黨委以百樂大隊為重點，開展糧食普查工作，並在該大隊召開

現場會議，通過重點帶動，在全公社迅速掀起了報「瞞產糧」的熱潮；全公社

在三天內報出8萬多斤糧食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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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在諸多會議中，縣一級的幹部會議最為重要，起到上情下達，將運動落

到實處的作用。縣級的幹部會議分三級（縣、公社、大隊）幹部會議與四級（加

上生產隊）幹部會議兩種。一般是運動前期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其作用是學習

有關文件、統一思想、進行動員，當然更重要的是在會議上要求出席的基層

幹部報出瞞產的糧食數字。如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靖西縣在1月的三級幹

部會議中，學習貫徹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決議，提高幹部共產主義覺悟，扭轉

幹部在糧食問題上的右傾情緒，開展「核實糧食產量運動」，僅在會議上就報

出糧食1,266萬多斤ck。隨着運動深入發展，則召開四級幹部會議，以便將運

動的精神及部署貫徹落實到基層（尤其是生產隊）。田東縣與凌樂縣都在3月上

旬即第一次反瞞產運動進行了一段時間後，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持續推進反

瞞產運動的深入發展cl。由於生產隊幹部在場，更有利於催報瞞產糧數字。

可以說，縣一級幹部會議的重要性就在於，將運動的着力點放在農村基

層幹部——生產大隊與生產隊幹部（尤其是後者）身上。這些基層幹部出自本

鄉本土，雖然政治上與國家關係密切，但在科層體系上卻又相當疏離，並無

領取國家俸祿，而是從生產隊拿工分、分糧食，經濟利益更與當地農民緊 

密相連，因此在實質上這些基層幹部也屬於農民。與生俱來的鄉土情緣也就決 

定基層幹部往往會站在農民的立場為農民說話，並領導農民爭取自身權益。

於是，縣一級的幹部會議，除了發動農村基層幹部與黨團骨幹，進而動

員農民群眾掀起運動；更由於瞞產私分的關鍵人物是基層幹部，當局往往就

利用集體出席的場合（如現場會議），以領導的威權、組織的紀律、行政的手

段，要求基層幹部當場表態報糧交糧，達到瓦解瞞產私分中堅力量的目的。

（二）結合其他運動

中共善於發動各種群眾運動，在反瞞產運動期間，便相繼發動了整社、

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運動。 

這些運動各自有整頓工作作風、端正政治立場、推行思想教育、整肅違法亂

紀等主要目的，反瞞產運動往往跟這些運動交集、結合在一起進行，聲勢更

為浩大，群情更為洶湧，一方面有利於激發反瞞產運動的功效，另一方面也

有利於掩飾反瞞產運動的負面意義（搶糧、與農民對立）。

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1959年2月初，凌樂縣十五個人民公社在整社運

動中抓緊整頓糧食工作，貫徹自治區黨委、地委有關整社及糧食問題的方

針、政策、指示，大力開展「以糧食工作為中心的整社運動」cm。

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結合了更多其他運動：1959年11月，東蘭縣借助社教

運動進行反瞞產，製作大量文字宣傳資料及宣傳畫，並編寫山歌和劇本，對群 

眾進行宣傳教育，內容聚焦於反瞞產，兩天內就「反」出瞞產糧12萬多斤cn。

同月，百色地委四級幹部會議之後，那坡縣積極開展反右傾運動，12月反右

傾達到高潮之際，進而在1960年1月3至26日進行反瞞產，以致發生「德隆核

產事件」——德隆公社以殘酷手段搜刮糧食，造成三百多人死傷co。4月，靖

西縣委召開全縣四級幹部會議集中進行三反運動，「結合反瞞產」，號召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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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查，主動「下樓」（交代錯誤），互相檢舉，放下包袱，為全縣農村開展

三反運動打下良好基礎cp。

上述事例中不同運動的開展，反瞞產運動或穿插其間，或隨之而起，相

互作用。各種運動的相互交錯，無疑更有效地達到全民動員、全民參與，無

遺漏、無死角的效果，更充分體現出所謂「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聲威氣勢。

無論如何，反瞞產始終是運動的中心與重點。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劉建勛於1959年1月自治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明確「定下反瞞產基調」：「一

切服從糧食為中心。大鳴大放、深耕、水利、整社，都要服從糧食中心，不

得妨礙調運〔糧食〕。」cq可見運動的最終目的仍為了獲取更多糧食。

（三）「四大」：群眾鬥爭的形式

所謂「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各地表述大同小異），在 

1957年反右運動中廣泛運用。對此，毛澤東深表欣慰：「今年這一年〔1957年〕， 

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

字報。」cr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中，從各級幹部會議到鄉村民間動員，都充

分運用了此最具群眾性的鬥爭形式。如凌樂縣在反瞞產運動中，專門就糧食

問題開展「大鳴放、大字報、大辯論、大表揚」。甘田公社在三級幹部會議上， 

貼出440多張大字報，其中反映糧食問題的就有400張。最終凌樂縣各公社交

出糧食200多萬斤cs。靖西縣四級幹部萬人大會報糧高潮深入開展之際，採用

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檢舉」的形式，教育與檢舉相結合，報出瞞產糧

11,425,895斤，加上之前已報的61,673,764斤，總共達到73,099,659斤ct。

在這些群眾鬥爭形式中雖見柔性的「表揚」字眼，但剛性的批判氣勢更為

凌厲。儘管如此，當時的報刊報導還是更多地採取正面宣傳模式。百色地委

召開的各縣委電話會議上，強調需堅決貫徹說服教育的方針，申明決不准採

用任何簡單的工作方法或強迫命令；並制訂具體的工作方法：開展「六大」，

即批判性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加上褒揚性的「大表揚、大宣

傳」；表揚先進，帶動一般。公社要抓一個大隊作為典範，帶動其他大隊辦好

糧食工作。尚持還特別指出，各地必須嚴加防止簡單的工作方法和強迫命令

的現象發生dk。然而，如此一再宣稱，恰恰透露現實中仍多有此類現象發生。

對應前引凌樂、靖西二縣報導，文化大革命後出版的志書所記便可見強

迫命令的現象，以致事後需要甄別糾正：1959年1月26日，凌樂縣以鄉為單

位，召開整社大會，參加會議的基層幹部2,749人，會議上進行「四大」，同時

開展反瞞產運動，「被迫報『瞞產私分』的有74個大隊949人，報出糧食228.73萬 

公斤」。3月3日，該縣再次召開萬人代表大會，會期十六天，繼續進行反瞞產

運動，共報出瞞產糧7,655.29萬公斤dl。1960年4月，靖西縣根據中共關於在

農村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結合反瞞產運動，召開全縣四級幹部會議，「會議

歷時16天，揭發貪污的大字報235,461張，意見247,781條；揭發浪費、官僚主 

義大字報22.43萬張，意見32.49萬條」，還揭發出瞞產私分糧食21.3萬公斤；

會議後全縣開展運動，更揭發出瞞產私分1,056人，糧食54.5萬公斤。兩年後

c196-202001009.indd   95c196-202001009.indd   95 6/4/2023   下午3:546/4/2023   下午3:54



96	 學術論文 甄別複查結果卻是：「運動中有些地方沒有實事求是，1962年甄別案件時都予

以糾正。」dm

相對於大鳴、大放、大字報需要一定的書寫能力，大辯論只需口頭表達

能力，更適用於一般大眾，因此在反瞞產運動中得以廣泛運用。然而，這種

形式並非是「從容辯論，擺事實，講道理」dn，而是正方（運動方）運用強權對

反方（被運動方）進行鬥爭甚至是圍攻。因此，這種辯論形式更普遍運用於群

眾運動場合並且取得壓倒性勝利。辯論主要實施在各級幹部會議上，通過 

辯論農村是否豐收以確定是否存在瞞產行為。如靖西縣、田陽縣等各級幹部

會議上，都將1958年是否取得糧食大豐收當作辯論的主題，同樣用種植、收

割、驗收等「鐵的事實」，駁斥「懷疑派」、「算賬派」的質疑，最終都同樣致使

質疑者「啞口無言」；在肯定大豐收的基礎上，再順理成章報出大量的瞞產糧

數字do。然而，事實上往往是「各生產隊誇大糧食產量，各單位也誇大成績，

說大話、假話成風」，最終還是無糧可交dp。倘若農村基層幹部堅持不虛報糧

食產量，不誇大瞞產糧的數量，或者虛報後交不出糧食，便會遭受到批判，

以至調離、撤職等懲處。

由上可見，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無論是組織的動員，還是全民的參

與、形式的多樣，都顯示出鮮明的群眾性特徵。然而事實上，反瞞產運動的

「群眾性」完全由當局所主導、支配與掌控，再配合其他多種運動全方位操作

的壓力之下，造成基層幹部與農民群眾順從且恐懼的心理，於是，他們在瀕

臨死亡威脅的饑荒中亦不得不主動或被動交出活命糧，反瞞產運動的經濟利

益與政治利益也就始終操控在當局手中。

跟整社、反右傾、社教、三反等政治主旨明確的運動相比，反瞞產運動

的主旨顯然是經濟性的——爭奪糧食掌控權。然而，當局主導、支配與操控

的方式，卻貫徹於各種群眾運動，於是在黨的領導、階級鬥爭意識的左右

下，反瞞產運動的主旨與方式已然泛政治化，不僅群眾性服膺於黨性，群眾

的經濟利益亦服膺於國家的政治利益。

三　「國家vs.農民」：反瞞產運動之實質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反瞞產運動如火如荼之際，被流放到大饑荒重

災區河南省商丘地區的顧準就有清醒的認識：「既要保護人民公社，反富裕農

民（其實是國家vs.農民）看來年年要做。」dq「國家vs.農民」的評斷，可謂一矢

中的，切中了反瞞產運動群眾性的實質。因此，作為反瞞產運動群眾性實質

的考察，聚焦點無疑應落在「群眾」——也就是農民身上。

（一）農民的雙重身份

弔詭的是，以剝奪農民經濟利益為主旨的反瞞產運動，參與的主體卻是

農民群眾。可以說，農民具有運動者與被運動者的雙重身份。反瞞產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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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者、主導者無疑是中共各級權力機構，但作為群眾運動，必然需要大量

的農民群眾參與其間。這些群眾「運動者」，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是站在當

局一方，向「被運動者」進行鬥爭。而被運動者主要就是被視為「落後」的農民

與帶頭瞞產私分的基層幹部——仍屬於農民群體。

在反瞞產運動中，中共關於農民的論述是有所變化的。「農民」是一個較

為含混的概念（群體），既是依靠、爭取、團結的對象，但有時卻是被質疑、

警惕、批評的對象，尤其是在農民利益與工業化政策相違背的時候。

1959年全國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2月27日

至3月5日）上既高調支持農民瞞產：「農民瞞產情有可原，他們的勞動產品應

該歸他們所有」dr，同時也嚴厲批評：「秋後即瞞產私分，這就是農民的兩面

性，農民還是農民。」ds毛澤東對農民瞞產私分的態度可作如此解讀：基於人

之常情，可以理解；基於國家意志，則需指責。作為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

立場顯然更傾向於後者。於是，討論的焦點必須回到反瞞產運動的目的——

國家從農民手中爭奪糧食。

國家發展工業化的決策，致使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從一開始就表現

出重城市／工業而輕農村／農業的傾向。反瞞產運動促使這種傾向性不斷加重

乃至惡化，以致大饑荒來臨時，當局不得不採取「壓農村保城市」的做法，一

再發出緊急指令，調運糧食支援京、津、滬及遼寧等重工業區dt。此措施雖

然使城市得以勉強「保住」，農村廣大農民卻更迅速墮入災難性的死亡深淵。

如果反瞞產運動只是停留在輿論形式而尚未進入爭奪糧食的實質階段，

那麼農民群眾尚不乏參與感甚至參與熱情，從報刊的大量報導、訪談，以及基 

層幹部和農民署名（或代筆）的文章、山歌，可見反瞞產運動同仇敵愾的聲威

氣勢，如「大寫大演大唱大畫大廣播，回憶算賬對比，東蘭全面開展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ek、「對黨忠誠爭立功，報糧交糧當先鋒」el。然而，一旦涉及到糧

食歸屬尤其是缺糧斷炊的生死攸關之際，求生本能便促使眾多農民站到運動

的對立面。從當時報刊可見這樣的表述：「去年秋收後，人人都埋伏糧食，把

近三十萬斤糧食拿到山上、水溝、屋旁、樹腳等二十多個地方埋藏起來⋯⋯

群眾見我同意他們搞，越發大膽搞起來了。」em「巴羊屯共46戶，戶戶有份私

分，收早稻和中晚稻時，共分二十三次，得8,300多斤榖；還分紅薯一次，平

均每戶35斤。」en這些農民瞞產私分的決心與意志是堅定的，是齊心協力的，

基層幹部也大多同意與支持他們，甚至帶頭瞞產私分：「秋收時不少幹部和社

員把成千上萬斤的糧食拿到岩洞裏去收藏起來。私藏糧食時，不少公社的隊

幹竟起了『帶頭作用』。」eo

在這種情形下，農民被動員參與反瞞產運動，恐怕很難說是自願、熱

情、積極了。據報導，田東縣東方紅人民公社奉里小隊二十二戶均參與瞞產

私分，「至少的是四、五百斤，多的竟達六千斤，全小隊合共報了三萬二千零

九十四斤」；瞞產私分「花樣多得很」：「有藏進山溝的，有藏在草堆的，也有裝

進木桶收在牀底的，還有藏在假墳裏的。」然而，「經過一番思想發動，小隊

裏的社員覺悟提高了許多」，便積極投入了反瞞產運動，「戶戶都爭先自報自

己瞞產的數量」，「社員們紛紛從深山裏、牀底下、地下拿出過去收藏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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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交給公社」ep。由瞞產私分現象之嚴重到反瞞產行動之積極，僅憑「一番思想

發動」就有如此急速的轉變？《田東縣志》記載，該縣為完成1959年超額徵購

任務，需「多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把社員平時節約的口糧也動員交出

來」eq。據此看來，奉里小隊農民思想與行動的轉變如此迅速且徹底，是否出

自其「自願」，實可存疑。更關鍵的是，雖然有大量農民群眾（無論主動抑或被

動）跟隨當局一起進行反瞞產運動，但運動的「勝利果實」（糧食）最終還只是

落到當局手中。

（二）針對「中農」，殃及全體

作為反瞞產運動的鬥爭策略，具體的運動矛頭主要還是針對特殊的農民

群體——「中農」尤其是「富裕中農」（上中農）。這樣的角色常常從農民群體中

被抽離出來，置於「另眼看待」的地位。如百色地委要求各地召開四級幹部會

議，吸收貧下中農與中農代表參加，同時又提醒「上中農代表不要來過多，而

且要思想覺悟較高的」er。

富裕中農往往被視為瞞產私分的推動者，甚至是組織者。據當時報刊報

導，田陽縣坡洪公社達谷屯共五十戶人家，中農差不多佔了一半，在1958年 

大躍進的形勢下，糧食獲得「空前大豐收」，可是到了11月間，該屯就喊「缺

糧」，食堂總務李升高（中農）多次派人到大隊和公社要糧es。巴馬瑤族自治縣

上游人民公社的高岩片不少社員私藏大量糧食，卻一斤也不報出，因為這個

片的隊長蘇家光是一個富裕中農，對反瞞產運動抵觸很大et。此類現象甚為

普遍，《右江日報》在評論百色縣的反瞞產運動時，徑直指責：「瞞產私分的主

謀者多是富裕農民，產量不查實就使老實的貧農吃虧，助長富裕農民的資本

主義思想。」fk

中共的土地改革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等不

同階級。僱農、貧農以及下中農是土改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富

農、地主被認定為剝削階級，是土改打擊的對象。土改過後，某些通過獲得

土地而發家致富的農民，常常被劃歸新興（富裕）中農的行列。無論傳統中農

還是新興中農，基本上都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亦有較強工作能力與活動能

力者，因此較容易成為鄉村基層幹部，在瞞產私分中也往往成為組織者與領

導者。由於富農、地主經過土改、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已被徹底邊緣化，於是

在中共建政後的統購統銷、集體化運動中，尤其是在集體化已甚為深入的大

躍進時期，具有相當經濟實力、活動能力而且富有較強烈私有意識的（富裕）

中農，便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與當局對抗的勢力。

在1950年代中期集體化運動高潮中，毛澤東就指責道：「在中國的農村

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

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着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

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fl在此雖有「和平競賽」的緩和說辭，但也

顯見，富裕中農已被視為富農、地主的同盟者乃至代理人。在大饑荒已全面

爆發而大躍進依然激進發展之際，富裕中農在百色地區以至全國的反瞞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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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更是首當其衝。1959年11月19日晚百色地委召開的電話會議，鬥爭鋒芒

就直指富裕農民fm：

要大破農村中還存在的資本主義思想，大立〔更高度地樹立〕社會主義思

想。一破一立，這就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這是兩條道路鬥

爭的性質，但是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以富裕農民為代表的資本主義

思想，是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把妨礙大躍進的富裕農民思想批

判掉。

此論述無疑是前引毛澤東思路的翻版，雖還有「人民內部矛盾」的說辭，但基於 

階級鬥爭意識的批判鋒芒更為尖銳。富裕中農負面的作用及重要性被推到敵

對的地位，以致儼然被形塑成一個率領／裹挾大多數農民以對抗政府的勢力／

陣營。

且看當時的報刊報導：1959年秋收，百色縣陽圩公社者仙大隊第一生產

隊的富裕農民陸元吉等人趁隊長不在家，「積極拉攏思想落後的社員，私下收

回四百五十斤還未成熟的稻穀，準備大家分來做粑粑吃」fn。田陽縣百育大隊

1959年完成徵購糧食106萬多斤，為徵購計劃的143.76%；「徵購工作結束後， 

由於沒有及時貫徹政策和做好思想發動，安排社員生活，加之有的富裕中農

乘機攻擊糧食政策，因此有的社員鬧缺糧」fo。在這些報導的論述中，不僅

（富裕）中農是被警惕、鬥爭的對象，而且更廣泛的農民群體也往往是或被動

或主動地裹纏於其中。現實中反瞞產運動的鋒芒所向也殃及全體農民：「組織

工作隊，到各家各戶搜查，翻箱倒櫃，收繳所有的糧食」fp；「採取突襲方式

對群眾家翻箱倒櫃搜查糧食，有的甚至挖掘牀底找糧食」fq。如此景象，證實

了顧準評論商丘地區反瞞產運動時所指出的：「階級分析是空話，所要反的實

際是全體農民。」fr顧準的抨擊一針見血：「那不過是掩蓋在階級分析方法下

面的，國家與農民的衝突而已。」fs

於是，反瞞產運動演變為國家與農民全面對立的爭奪糧食的「戰爭」。反

瞞產運動受害者既有中農，更有經濟狀況原本就惡劣的貧農及僱農。如鳳山

縣喬音公社那王大隊第一生產隊七十多歲的老人韋明德（僱農），1959年除夕

因飢餓難耐，跪在公社書記面前哭求糧食而無結果，次日老人上山割樹皮 

充飢而跌倒致死ft。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糧食核產這段期間死人最多」，

據鳳山縣砦牙公社的郎里、百樂、平雅、砦牙等十四個大隊統計，「全家死絕

的36戶（貧農32戶，中農4戶）死去75人。全家大人死完的51戶剩下孤兒的

75人」gk。由此二則記錄可見，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貧農、僱農和全體農民

一樣，都難逃反瞞產運動受害者的命運。

（三）民族特色消解於政治光環

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地，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固然表現出某些民族特色， 

但這種民族特色往往呈現出被運動主導方所抑制、扭曲或利用的負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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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問題的指示〉，肯定廣西省委關於民族地區工作需「慎重穩進」的意見，並進一

步要求防止及糾正「『硬趕漢區』的冒進傾向」gl。然而在反瞞產運動中，「慎重

穩進」的民族政策卻也不得不讓位於政治思想教育。巴馬瑤族自治縣某大隊黨

支部書記陸文忠（瑤族）基於「少數民族山區，糧食產量還是少報些好」的考量， 

本來是符合「慎重穩進」的民族政策的，卻被批評為「本位主義思想很嚴重」，

經過思想教育後最終「踴躍自報瞞產私分」，報出了38,684斤瞞產糧gm。

少數民族的才藝則被利用來進行反瞞產宣傳，如東蘭縣三石公社公平大

隊俱樂部將葉卜合由瞞產轉變為反瞞產的事迹編成僮劇進行宣傳演出，廣受

歡迎gn；隆林縣先鋒公社文工團配合反瞞產運動，利用當地真人真事編成地

方僮劇，在圩場（集市）演出宣傳，收效很大go；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幹部與

農民利用山歌進行反瞞產宣傳成為普遍的方式gp。如此操作，反而顯見民族

性服膺於革命性。於是，在「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貫徹黨的階級路線」、「一

切服從糧食為中心」的統一思想指導下gq，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的表現跟其他

地區（即使是漢人地區）其實並無太多的差異，民族的獨特性已然被政治／革命

的普遍性所取代。

這種現象的產生，或許是由於1950年代初中共反「地方主義」gr，尤其是

19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地方民族主義」受到嚴厲批判gs，中央民族事

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宣稱「任何地方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思想都必須加以防

止和克服」gt，寧夏回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劉格平和汪鋒要求在少數民族中進

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hk。廣西當局在1957年就將反右擴大

至反「地方民族主義」，大批少數民族幹部被劃為右派份子hl；當局更在1958年 

6月以「『地方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的罪名，將副省長陳再勵等人打成「黨

內右派集團」hm。於是，現實中的民族特色或被有意無意淡化／遮蔽，或被刻

意消解於頗具革命歷史傳統的政治光環之中。

1922年開始，中共農民運動家韋拔群便在百色地區組織農民進行打土豪

分田地的運動。1929年12月，在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等人的領導下，中

共發動「百色起義」，組建了紅七軍，開創了以百色地區為主的右江根據地。

右江蘇維埃政府於1930年5月頒布了〈土地法暫行條例〉和〈共耕條例〉，依靠

群眾，發動群眾，在東蘭、鳳山、恩隆（後歸田東縣）等縣的部分鄉村開展土

地革命運動。同時，在東蘭縣與恩隆縣各選一個試點建立共耕社，試圖取得

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經驗hn。

這樣一個政治光環在反瞞產運動中被充分利用，如巴馬瑤族自治縣為

瑤、壯、漢、苗、仫佬、毛南等十三個民族的聚居地，漢族只佔總人口的

14.26%；是「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之一」，紅七軍主力北上後，仍留下紅七

軍二十一師在當地堅持，直至中共建政ho。反瞞產運動中，《右江日報》便宣

傳「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結果即落實為「巴馬1天報糧1,600

萬斤」hp。

前引葉卜合便頗具代表性，集合了右江革命老區基層幹部與農民的特點： 

少數民族的背景和老革命（紅七軍）的歷史。葉卜合領導農民瞞產私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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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當來自其作為基層幹部為群眾謀利益的責任感，而其轉變為反瞞產運動

的標竿人物，顯然是因為反瞞產運動以及老革命光環的雙重壓力——大隊黨

支部書記對葉卜合進行思想工作時即說：「當年你是紅七軍，打生打死為哪

樁？」hq由此彰顯了當局主導百色地區反瞞產群眾運動的根本訴求：群眾性／

民族性服膺於黨性／革命性，黨／國家的利益高於個人／群眾的利益。

由上可見，所謂「群眾」，即使是革命根據地的「群眾」，在不同的歷史情

境中，由於不同的（主客觀）作用力，會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在中共群眾運動

史上，群眾顯然是運動的主體，是運動的正方（攻擊方），土改、集體化、反

右運動等莫不如此。但在反瞞產運動中，農民群眾卻成為反方（被攻擊方），

運動鬥爭矛頭明確地對準農民群體。廣大農民以不同的態度與方式被裹纏進

反瞞產運動，形成所謂「群眾鬥群眾」模式，最終深受其害的還是廣大農民。

跟統購統銷、社教、整風整社等運動重點針對農民的思想及經濟控管不同， 

反瞞產運動對農民的摧殘是全面性且毀滅性的——從思想到經濟，從精神到

肉體，及至由此引發並惡化的大饑荒，「非正常死亡」更成為普遍現象。據

1999年官方公布的數據，百色地區十二個縣市在1959至1961年期間，連續三

年總人口遞減，死亡率分別為23.22‰、27.15‰、27.22‰hr，遠超於11.84‰的 

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hs。廣西這三年死亡率為17.49‰、29.46‰、19.50‰ht，

相比之下，百色地區1959與1961年的死亡率亦高於廣西全省。這樣一個災情

嚴重的結果無疑跟1959年初至1960年初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密切相關，

亦或許跟百色地處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有關。這種少數民

族地區死亡率偏高的現象也正顯示了大饑荒時期民族特色的負面意義。

四　結語

中共建政前後即自我定義為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標榜「一切從人民的利

益出發」、「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借助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樹立其革命／執

政的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以及道德的崇高性、正統性與正義性。然

而，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的實踐證明，「群眾」的主體性無疑已被消解乃

至空洞化（虛化、弱化、異化），「群眾運動」已然蛻變為「運動群眾」ik。當局

與群眾的關係，已然由理論上利益一致的共同體，演變為現實中利益衝突的

對立面。反瞞產運動不僅催生了大饑荒，還極大惡化了執政者的國家治理方

式，嚴重破壞了幹部與群眾的關係，以致文革期間，曾主導反瞞產運動的各

級領導人成為群眾造反的攻擊目標：1967年初，原鳳山縣委先後任第一書記

的謝應昌、張耀山等人就因「在鳳山『反瞞產』運動中推行極左路線，搞浮誇

風，造成餓死人的嚴重錯誤」受到群眾組織批判鬥爭il。同年10月19至29日， 

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主要負責人、時任自治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副主任的楊

烈，更是從南寧被揪回百色地區，遭受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輪流批鬥」，編

撰〈誰是廣西反瞞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瞞產事件調查〉的幾個群眾組織

專門從南寧赴百色參與批鬥會im。

c196-202001009.indd   101c196-202001009.indd   101 6/4/2023   下午3:546/4/2023   下午3:54



102		學術論文 通過本文的探討可見，如果說反瞞產運動意味着「國家vs.農民」——國家

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那也是一場「非對稱的戰爭」，因為雙方實力懸

殊。然而，儘管當局是強勢的一方，群眾是弱勢的一方，群眾卻無疑是具有

本質性的決定因素——民心的向背決定運動的成敗。在這一場糾纏着狂熱欺

騙與血腥鎮壓的運動中，群眾固然是輸家，本應是受益主體的當局卻也同樣

是輸家——輸的是民心。概言之，廣西百色地區（乃至全國）反瞞產運動的過

程或可解讀為：動員群眾→運動群眾→傷害群眾→喪失群眾（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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